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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是提高初创企业存活率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于知识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本研究构建了知识搜索、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的理论模型，对251个初创企业创始人样本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知识搜索宽度和深度均正向影响创业机会识别，企业数字化能力促进创业机会识别，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和数字运营能力分别在知识搜索和促进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数字协同能力的中介作用最强。研究揭示了知识搜索与创业机会识别间的作用机制，为初创企业更有效地识别创业机会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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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earch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 perspective based on enterprise digital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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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survival rate of startup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base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knowledge search, digital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251 sample data of founders of start-up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idth and depth of knowledge search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the digital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promo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The digital perception ability Digital collaborative ability and digital operational ability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knowledge search and promo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with digital collaborative ability having the strongest mediating effect. The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search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startups to more effectively identify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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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云大物移智”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背景下，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来寻求机会并获取价值已成为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1]。数字经济开放共享、数据支撑和融合创新等特征对初创企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能否在复杂的数字环境中识别创业机会是初创企业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我国初创企业数字化程度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戴尔联合IDC发布的《2021年中国小企业数字化指数2.0白皮书》的数据表明，我国初创企业的平均生存期仅为1.8年[3]，提升初创企业的存活率成为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创业机会识别的本质是创业者通过知识搜索、知识整合和知识运用来提升对机会的洞察力。与成熟企业相比，在知识和资源方面受到限制的初创企业尤其需要采取知识搜索策略建立与外部主体间的链接，获取所需知识。知识基础理论认为，知识是组织赖以生存的战略性资源，获取新知识意味着企业获得竞争优势[4]。初创企业应该利用知识搜索来把握瞬息万变的前沿知识，从而形成发现和利用新兴机遇的能力[5]，通过知识搜寻、整合与运用提高员工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水平，为市场提供特色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知识搜索或许是影响初创企业识别创业机会的关键因素，但现有文献多聚焦于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等结果变量的研究[6]，基于企业数字化能力来探究知识搜索对初创企业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机理研究较为匮乏。
企业数字化能力已成为初创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初创企业如何通过知识搜索能够与外部网络主体建立伙伴关系[7]，共享数字知识和资源的宽度和深度，在数字化竞争“场”创造自身数字化能力，已成为初创企业实践者最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动态能力理论强调，初创企业通过灵活调整资源配置从而适应环境变化，并根据新的环境要求重构动态能力，有助于识别数字环境中蕴藏的创业机会，建立、保持和增强竞争优势[8]。因此，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或许受到知识搜索的影响，也可能对创业机会识别起到决定性作用，数字化能力或许是知识搜索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关键路径。从理论上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知识搜索与创业机会识别作用机制，并为初创企业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提供借鉴，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具体而言，本研究尝试探索回答以下3个问题：(1)研究初创企业知识搜索的内在条件是什么？(2)知识搜索的宽度与深度如何影响数字化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3)企业数字化能力在知识搜索与创业机会识别间起到怎样的中介桥梁作用？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文献回顾
1.1.1知识搜索
知识搜索是指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寻求、获取、整合和运用内部和外部知识以发现机会或解决问题的活动过程[9]。根据所寻求的知识与可用知识之间的距离，Rosenkopf [10]将知识搜索分为本地搜索和非本地搜索(远程搜索或跨界搜索)；Katila[11]从“在哪里搜索”和“如何搜索”的角度提出了搜索宽度和搜索深度。搜索宽度是指内部和外部知识搜索渠道的数量，反映了知识搜索的范围，搜索深度是指从搜索渠道获取知识的强度，反映了知识搜索的深入程度；Roper[12]根据外部知识的获取程度和与外部知识主体的互动程度，将知识搜索分为互动搜索和非互动搜索。在对知识搜索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组织冗余资源、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度是影响知识搜索强度的主要因素[13]。在研究知识搜索的结果变量时，学者们主要是研究知识搜索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等。苏道明等[14]研究表明，知识搜索的广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董媛媛等[15]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技术和知识搜索分别对突破性创新绩效和增量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1.2数字化能力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资源基础观、知识管理以及数字产业化等角度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概念。秉持资源基础观的学者认为数字化能力是指企业通过部署整合各种数字资源和商业资源，对产业价值链进行创新，从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组织能力[16]；从知识管理角度来看，数字化能力就是建设数据驱动、制止知识隐藏和促进组织制度创新的动态能力[17]；基于数字产业化视角的观点认为数字化能力是通过发挥产业链链长优势打造互为促进的数字化技术核心能力与数字化管理核心能力[18]。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数字化能力作用机制的研究并不多，国外学者多聚焦于探究数字化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制造能力与竞争力的提升问题[19]，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建立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企业创新能力和智造能力，探讨数字化能力对于创新绩效的作用，并实证数字化能力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20]。尽管数字化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关系的相关研究屈指可数，但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关联性和可编辑性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促进作用[21]。
学者们对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数字化能力这一概念，并明确指出企业数字化能力在推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已有研究成果对于数字化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内在关系缺少系统性解答。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数字经济”为切入点，探讨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期丰富相关理论研究，推动数字创业活动发展。本文以创业机会识别的三阶段模型——机会搜索，机会识别和机会评价[22]为基础，并结合易加斌等[20]的研究，把企业数字化能力分为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以及数字运营能力。数字感知能力通过洞察外部数字机会和搜索数字资源，数字协同能力通过内部整合和外部协同实现资源共享、共建和共治以发现创业机会，数字运营能力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和资源评估发现的创业机会并经营和发展创业机会以达到企业创新。相比于成熟企业，初创企业更加灵活且易于变革，因此初创企业创业者具备更强的数字感知能力，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机遇，并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数字化战略规划，借助数字协同能力实现数字化信息和数据的推进。通过建立资产共享和价值共创机制，利用数字化运营能力更加广泛和灵活地调配内部数字资源，促进数字化业务的发展，为传统业务提供数字化赋能并改变其商业模式运作的方式。
1.2研究假设
1.2.1知识搜索与创业机会识别
知识搜索描述的是企业搜索、获取、整合与运用内外部知识从而有效识别创业机会的活动过程，是一种组织学习方式与问题解决办法[9]。知识搜索对初创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至关重要，一方面，拓宽范围的知识搜索能够确保初创企业从更多范围摄入不同的异质性和互补性知识资源，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意和想法，促进创业机会识别。初创企业知识搜索的宽度范围大致来源于供应链、竞合伙伴与科研机构三个渠道[23]，首先是从供应商获取原材料供应信息，从用户顾客身上识别产品或服务需求等信息，其次与行业竞争者竞争合作的过程中获得市场变化趋势等信息，最后与科研机构协作共同攻坚产品核心技术。通过与此三方的知识交流，初创企业会获得更广阔的知识视野和掌握市场发展趋势以推动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另一方面，深度挖掘的知识搜寻能够促使初创企业团队对已有知识进行反复高强度的探索，加强团队成员合作精神，有利于从特定的专业知识领域凝练出新的知识范式与规律，从而识别出新的创业机会[21]。在深度的知识搜索和获取阶段，初创企业通过在某特定技术领域提炼和升华蕴藏的技术创新知识，逐步归纳获取知识的内在规律范式以及衍生价值，降低试错成本，从而精准识别创业机会，促使创意转化为创新成果[24]；在深度的知识整合阶段，针对知识整合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创业团队能够透过问题表面辨识出本质与内在规律，进而从先验视角发现创业机会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深度的知识利用阶段，初创企业在与外部价值网络成员建立合作默契与共同认知的基础之上，高效利用新知识、新资源以及开拓新市场为现有管理活动提供更多的解决办法[25]，这些新知识为初创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创新机会集，从而促进其创业机会识别。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知识搜索正向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H1a：知识搜索宽度正向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H1b：知识搜索深度正向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1.2.2企业数字化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
[bookmark: _Hlk115449731]区别于成熟企业批量化和大规模生产模式，初创企业要想壮大和发展就必须具备能适时准确搜索、识别和评价创业机会的数字化能力。首先，数字感知能力能够帮助初创企业迅速洞察市场变化，搜索转瞬即逝的新兴创业机会。面对外部数字环境的动荡模糊性和复杂性，初创企业必须利用数字感知能力，洞察技术变革导向与产业政策变化方向，辨识行业竞争威胁和探索用户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以确定契合发展定位的创业机会，促进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其次，数字协同能力能够帮助初创企业协同外部价值网络主体和整合内部数字资源，从而识别创业机会。一方面，与外部关系的协同能力使初创企业接入外部网络，通过与外部主体知识交互，收集、分享和利用多维数字资源，进而促进潜藏创业机会的识别。另一方面，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使企业对外部获取的知识进行转化吸收或再创造，促进新技术快速渗透，通过内部成员对新知识技能的吸收与掌握，精准挖掘新兴创业机会[26]。最后，数字运营能力能够对数字感知能力搜索出的创业机会以及数字协同能力识别出的创业机会进行评价，从而把这些机会变成可执行方案。数字运营能力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资产专用性，减少资源结构化过程，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杠杆效应，使较少的资产投入实现较多的产出[27]，从而促进创业机会的转化和利用。另一方面，数字运营能力有利于较为成熟的经验知识积淀并流程化，降低企业内部活动的协调成本，进而促进创业机会的利用[28]。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化能力正向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H2a：数字感知能力正向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H2b：数字协同能力正向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H2c：数字运营能力正向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1.2.3知识搜索与企业数字化能力
初创企业采取知识搜索策略有助于重构数字化能力，通过数字化能力快速调整组织资源，不断更新原有能力，从而应对市场的动态不确定性[29]。一方面，知识搜索宽度有助于数字化能力的形成、发展与提升。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中，组织不能单一孤立地实施创业活动，必须与不同类型的外部网络主体合作，扩大知识交互提升自身能力从而实现创新[30]。受到资源秉性限制的初创企业更加需要拓宽知识搜索范围，通过与供给方、顾客、行业竞争者和科研机构合作交流，可以获取多方知识与资源，促进新想法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整合应用，实现各种资源与能力的互补，提升组织的数字化能力。另一方面，知识搜索深度有利于增强初创企业数字化能力。单纯扩大知识搜索宽度并不能使企业数字化能力得到本质上的提升，深入理解新知识使其与组织内部知识融会贯通并于实际问题得以落实，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数字化能力。在知识溯源阶段，知识搜索深度能够使初创企业通过对已有知识高强度反复挖掘，总结出特定专业领域的通用规律和范式，并将其应用于新知识的探索，增强自身在数字环境中的敏感性，从而提升数字感知能力[31]。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知识搜索正向影响数字化能力
H3a：知识搜索宽度正向影响数字感知能力
H3b：知识搜索宽度正向影响数字协同能力
H3c：知识搜索宽度正向影响数字运营能力
H3d：知识搜索深度正向影响数字感知能力
H3e：知识搜索深度正向影响数字协同能力
H3f：知识搜索深度正向影响数字运营能力
1.2.4企业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
面对有限的内部资源约束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威胁，除了以数字化能力驱动创业机会识别，初创企业更加有必要全面地搜寻和获得多方的知识与资源，推动更多的新思维、新思想的诞生，使资源与能力相得益彰，以增强组织数字化能力推动创业机会识别以及可持续成长发展。首先，初创企业必须以开发组织内部惯性、积累经验为前提，通过知识搜索宽度和深度积累创新资源，为培育数字化能力创造基本条件。其次，动态能力理论认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初创企业对创新及发展的要求与新型资源及整合方式相关联，新知识和资源将使企业能够更积极地分析机会和威胁。通过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鼓励不断协调、优化资源分配和数字能力升级，初创企业能够识别开发更多有价值的创业机会。最后，初创企业的创新和创业活动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引入，其任何经济活动的价值和重要程度都是由与组织资源相对应的组织能力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竞争已经从产品、服务等有形领域扩展到了知识、技术和其它方面，而这些无形的资源正是企业获得持续发展优势的源泉。初创企业必须将知识、技术等资源向数字化动态能力转变，并将其应用于新的创业活动并辨识新的创业机会。因此本文推测知识搜索是初创企业具备数字化能力和识别创业机会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并通过数字化能力对创业机会识别能力高低与效率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初创企业知识搜索通过数字化能力的中介效应影响创业机会识别
[image: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推演，本研究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概念模型图
2研究设计
2.1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初创企业负责人收集数据，历时3个月。研究以Zahra等[32]的研究为基础，将初创企业定义为8年内成立的企业，因此选择了中国创新创业孵化器中8年内成立的初创企业。在正式研究之前，研究小组对江西的30家初创企业创始人进行了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问卷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形成最终的问卷。在正式调研阶段，通过企业主要联系人的主要渠道，以问卷链接、邮件、实地调研、微信、问卷星平台和企业邮件等形式发放问卷。在填写问卷前，受访者被告知研究的学术目的，并保证研究的保密性。经过三个月的调研，共发放问卷500份，最终回收问卷297份，回收率为59.4%；剔除回复时间短、填写问题明显的问卷，剩下251份，有效问卷率为50.2%。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信息见表1。根据郭润平等[3]的研究，创始人的性别、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和企业所属行业可能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因此在研究的理论模型中，将这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表 1 有效样本特征
	[bookmark: _Hlk135645220]样本
特征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样本
特征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创始人性别
	男
	198
	78.9
	成立
年限
	≦2年
	61
	24.3

	
	女
	53
	21.1
	
	2-4年
	83
	33.1

	初创企业规模
	1-30人
	50
	19.9
	
	4-6年
	52
	20.7

	
	31-60人
	92
	36.7
	
	6-8年
	55
	21.9

	
	61-100人
	61
	24.3
	所属
行业
	互联网
	79
	31.5

	
	101人以上
	48
	19.1
	
	制造业
	36
	14.3

	
	
	
	
	
	服务业
	66
	26.3

	
	
	
	
	
	教育、咨询
	42
	16.7

	
	
	
	
	
	其他
	28
	11.2


2.2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测量指标是采用李克特的5级量表来测量的，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1）知识搜索宽度以Danneels[33]开发的量表为主要参照对象，主要通过市场、各种会议、科研机构和互联网等外部信息渠道获取方式的多样性进行测量。知识搜索深度以Li[34]等量表为参照，主要测量知识搜索方式、问题可能性、深层信息以及最优解决方案深入程度，各4个题项。（2）数字化能力由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与数字运营能力构成，主要借鉴易加斌[19]等人编制的量表，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各5个题项。（3）创业机会识别参照孙永波等人[35]和Ozgen等人[36]编制的量表，共3个题项，测量了企业识别、开发和利用创业机会的能力。各变量的测度指标如表2所示。
3实证分析与结果
3.1信度效度检验
[bookmark: _Hlk116655948]本研究采用SPSS26.0和AMOS28.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中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7以上，且组合信度CR值均在0.8以上。因此，量表信度良好，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均由国内外学者开发，并根据研究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因此量表本身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KMO指数为0.890，Bartlett的近似卡方为1 352.851，显著性为P<0.001。在进行收敛效度测试之前，通过题项因子分析，发现各分量表的载荷均大于0.6，AVE大于0.5，量表收敛效度基本通过检验。
表 2 变量测度与指标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知识搜索宽度
	公司参加各类会议频率较高
	0.724
	0.801
	0.876
	0.639

	
	公司参加行业活动频率较高
	0.848
	
	
	

	
	公司与高校、科研组织等保持密切联系
	0.773
	
	
	

	
	公司浏览最新专业知识网站频率较高
	0.846
	
	
	

	知识搜索深度
	公司经常利用不同的途径查找信息源
	0.858
	0.858
	0.884
	0.658

	
	公司尝试对每个问题的可能性进行搜索探究
	0.832
	
	
	

	
	公司不断搜寻直至找到深层次知识信息
	0.699
	
	
	

	
	公司不断搜寻直至找到最优解决方案
	0.846
	
	
	

	数字感知能力
	公司能洞悉和识别有商业价值的数据源
	0.672
	0.832
	0.850
	0.533

	
	公司能掌握外界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最新消息
	0.655
	
	
	

	
	公司能利用大数据察觉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0.669
	
	
	

	
	公司能较准确评估自身数字化水平
	0.851
	
	
	

	
	公司能够将其数字化改进方案与管理能力相协调
	0.782
	
	
	

	数字协同能力
	公司业务系统之间有一致连贯的交换方式或接口
	0.791
	0.746
	0.873
	0.581

	
	公司能根据需求整合内外部数字知识与资源
	0.867
	
	
	

	
	公司能根据合作需求使内外部信息实现共享
	0.771
	
	
	

	
	公司与外部主题之间实现多样化协作或交流互动
	0.706
	
	
	

	
	公司能协同优化组织的关键业务流程环节
	0.658
	
	
	

	数字运营能力
	公司能通过数字信息分析精准定位市场
	0.732
	0.776
	0.876
	0.588

	
	公司能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与资源配置
	0.681
	
	
	

	
	公司能通过分析市场采取数字化的营销策略
	0.841
	
	
	

	
	公司能利用数字化手段柔性调节资源的实时动态
	0.881
	
	
	

	
	公司能利用数字工具提高商业智能决策效率
	0.674
	
	
	

	创业机会识别
	公司能迅速掌握各种创业机会的信息
	0.889
	0.756
	0.814
	0.596

	
	公司能迅速识别新信息可能带来的变化
	0.656
	
	
	

	
	公司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能与目标市场需求相匹配
	0.754
	
	
	


a) 
3.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在识别知识搜索、数字能力和创业机会方面可能存在共同的方法偏差问题，对这三个构念的数据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通过对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主成分分析得出的6个共同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74.245%，共同因子1解释的总方差为31.985%，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对各潜在变量的各题项求均值，通过SPSS26.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与双变量相关分析，所得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发现，知识搜索、数字化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bookmark: _Hlk116656055]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创始人性别
	1
	
	
	
	
	
	
	
	
	

	2企业规模
	-0.066
	1
	
	
	
	
	
	
	
	

	3企业年龄
	-0.139
	0.457**
	1
	
	
	
	
	
	
	

	4所属行业
	0.011
	0.107
	0.071
	1
	
	
	
	
	
	

	5知识搜索宽度
	0.016
	0.249**
	0.039
	-0.126
	1
	
	
	
	
	

	6知识搜索深度
	-0.061
	0.231**
	0.140
	-0.017
	0.588**
	1
	
	
	
	

	7数字感知能力
	-0.056
	0.139
	0.068
	-0.037
	0.670**
	0.628**
	1
	
	
	

	8数字协同能力
	0.067
	0.198*
	0.110
	-0.042
	0.638**
	0.660**
	0.623**
	1
	
	

	9数字运营能力
	0.008
	0.105
	0.135
	-0.043
	0.555**
	0.622**
	0.676**
	0.664**
	1
	

	10创业机会识别
	-0.008
	0.005
	0.082
	-0.134
	0.455**
	0.485**
	0.473**
	0.633**
	0.584**
	1

	均值
	1.410
	2.510
	2.540
	2.630
	3.765
	3.859
	3.771
	3.850
	3.795
	3.812

	标准差
	0.494
	0.944
	0.998
	1.225
	0.697
	0.615
	0.621
	0.540
	0.567
	0.587


表 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双尾检验
3.4假设检验
[bookmark: _Hlk116656192]本研究通过层级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并得出了如表4所显示的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具体分析：(1)M1为识别创业机会的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M2为识别创业机会的知识搜索宽度和知识搜索深度的加成回归模型。从M2可以看出，知识搜索广度和知识搜索深度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显著为正(β=0.284，P<0.01；β=0.345，P<0.001)，因此，假设H1a和H1b成立。(2)M3是数字能力的三个维度与识别创业机会的关联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感知能力(β=0.265，P<0.01)、数字协作能力(β=0.468，P<0.001)和数字化运营能力(β=0.273，P<0.01)对创业机会的识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2a、H2b和H2c成立，假设H2a、H2b和H2c成立。(3)M5为控制变量对数字化能力的回归模型，M6、M7、M8为知识搜索宽度和知识搜索深度对数字化能力三个维度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知识搜索宽度和深度对数字感知能力(β=0.486，p<0.001；β=0.355，p<0.001)、数字协同能力(β=0、384，p<0.001和β=0.437，p<0.001)和数字功能能力(β=0.319，p<0.001和β=0.450，p<0.001)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假设H3得到验证。(4)M4是由控制变量、知识搜索的两个维度和识别创业机会的数字能力的三个维度组成的全回归模型，用来检验数字能力的中介作用。与M2相比，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感知能力(β=0.254，P<0.01)、数字协作能力(β=0.439，P<0.001)和数字运营能力(β=0.261，P<0.01)对创业机会识别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知识搜索的宽度和深度对创业机会识别仍有显著影响(β=0.258，p<0.01和β=0.309，p<0.001)，但系数和显著性都有所减弱，说明企业数字化能力在知识搜索和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成立。
表 4 层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创业机会识别
	中介变量：数字化能力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创始人性别
	0.006
	0.013
	-0.042
	-0.04
	0.022
	-0.044
	0.094
	0.039

	企业规模
	-0.027
	-0.189
	-0.135
	-0.147
	0.149
	-0.084
	-0.019
	-0.135

	企业年龄
	0.105
	0.116
	0.056
	0.06
	0.057
	0.030
	0.055
	0.125

	行业类别
	-0.139
	-0.081
	-0.092
	-0.087
	-0.067
	0.038
	0.011
	0.010

	知识搜索宽度
	
	0.284**
	
	0.258**
	
	0.486***
	0.384***
	0.319***

	知识搜索深度
	
	0.345***
	
	0.309***
	
	0.355***
	0.437***
	0.450***

	数字感知能力
	
	
	0.265**
	0.254**
	
	
	
	

	数字协同能力
	
	
	0.468***
	0.439***
	
	
	
	

	数字运营能力
	
	
	0.273**
	0.261**
	
	
	
	

	R2
	0.027
	0.316
	0.475
	0.477
	0.035
	0.540
	0.542
	0.460

	调整R2
	0.000
	0.287
	0.449
	0.444
	0.008
	0.521
	0.523
	0.438

	F
	1.017
	11.078***
	18.489***
	14.285***
	1.314
	28.145***
	28.390***
	20.454***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双尾检验
[bookmark: _Hlk119854767]为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值的大小，本文运用Process插件的Bootstrap法来估计数字化能力各维度的间接效应值。Bootstrap抽样值选择2 000，置信区间设定95%，分析结果见表5。在知识搜索宽度、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数字运营能力、创业机会识别路径中，数字感知能力效应值为0.096，置信区间[0.032，0.107]，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数字协同能力效应值为0.231，置信区间[0.087，0.398]，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数字感知能力效应值为0.136，置信区间[0.043，0.243]，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从间接效应差异C1（-0.135）、C2（-0.040）和C3（0.095）可知，数字协同能力中介作用最强，数字运营能力其次，数字感知能力最弱。同样，在知识搜索深度、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数字运营能力、创业机会识别路径中，数字感知能力效应值为0.103，置信区间[0.131，0.130]，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数字协同能力效应值为0.270，置信区间[0.132，0.432]，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数字感知能力效应值为0.170，置信区间[0.048，0.298]，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从间接效应差异C1（-0.167）、C2（-0.067）和C3（0.100）可知，数字协同能力中介作用最强，数字运营能力其次，数字感知能力最弱。研究发现，数字协同能力在知识搜索对创业机会识别间的中介作用最强，假设H4得到支持。
表 5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bookmark: _Hlk135659756]
	Bootstrap效应值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
	
	Bootstrap效应值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

	X1→M1/M2/M3→Y
	X2→M1/M2/M3→Y

	总间接效应
	0.462
	0.082
	[0.221，0.540]
	总间接效应
	0.543
	0.077
	[0.301，0.613]

	X1→M1→Y
	0.096
	0.061
	[0.032，0.107]
	X2→M1→Y
	0.103
	0.066
	[0.131，0.130]

	X1→M2→Y
	0.231
	0.078
	[0.087，0.398]
	X2→M2→Y
	0.270
	0.076
	[0.132，0.432]

	X1→M3→Y
	0.136
	0.050
	[0.043，0.243]
	X2→M3→Y
	0.170
	0.064
	[0.048，0.298]

	C1
	-0.135
	0.108
	[-0.474，0.036]
	C1
	-0.167
	0.117
	[-0.410，0.058]

	C2
	-0.040
	0.090
	[-0.317，0.038]
	C2
	-0.067
	0.104
	[-0.371，0.044]

	C3
	0.095
	0.102
	[-0.120，0.291]
	C3
	0.100
	0.112
	[-0.135，0.315]


注：N=251；X1代表知识搜索宽度，X2代表知识搜索深度（自变量）；Y代表创业机会识别（因变量）；M1代表数字感知能力，M2代表数字协同能力，M3代表数字运营能力（中介变量）。C1代表M1-M2，C2代表M1-M3，C3代表M2-M3。
4研究结论与展望
4.1研究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以往学者对初创企业的研究，基于知识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实证检验了初创企业知识搜索宽度与深度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以及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知识搜索对数字化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搜索2个子维度知识搜索宽度和知识搜索深度分别对企业数字化能力3个子维度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和数字运营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正效应，且在大部分情况下知识搜索深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该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研究的观点[37]，表明初创企业通过拓宽知识搜索范围，与供应商、顾客、行业竞争者以及科研机构的广泛合作与知识交流所获取的异质性资源，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能力的培育与提升，积极促进创业机会识别。除了拓展知识来源渠道外，知识搜索深度也能促进初创企业深化对知识束的认知与理解，在思想碰撞中激发更多的创新灵感，识别潜藏的创业机会，同时增强企业数字化能力。
第二，初创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显著促进其创业机会识别。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和数字运营能力对创业机会识别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协同能力影响最显著，其次是数字运营能力，最后是数字感知能力，这有效解释了创业机会识别的内在机制。市场、行业和创业者是三个成功识别创业机会的关键构成要素，创业者一方面需要具备坚忍不拔的特质，另一方面需要根据市场和行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发展路径，利用数字感知能力洞察外部创业机会是创业机会识别的初步筛选阶段，更重要的是需要利用数字协同能力协同外部网络关系和整合内部资源以及利用数字运营能力对潜在机会可行性进行评价与测评，从而成功识别可落地的创业机会。
第三，初创企业的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和数字运营能力分别在知识搜索的两个维度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呈现出知识搜索→数字化能力→创业机会识别的路径机制，其中数字协同能力的中介作用最强。即初创企业数字化能力在知识搜索和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传导作用，知识搜索所积累的新知识与资源是培育数字化能力的基础，知识搜索通过培育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进而促进创业机会识别。这表明，初创企业借助企业数字化能力能够将知识搜索中获得的管理知识和经验加以融合和吸纳，优化企业内部认知结构并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灵感，从而促进创业机会识别。
4.2理论贡献
第一，基于知识基础观视角揭示了创业机会识别的本质特征，将知识管理理论引入创业机会领域，并从知识搜索宽度和深度视角研究创业机会识别的内在作用机理，为创业管理研究打开了新思路，丰富了创业机会理论。
第二，基于创业机会识别三阶段模型[22]，完善了初创企业数字化能力的定义、内涵及维度划分研究，通过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和数字运营能力三个方面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内在作用机制，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以及创业机会驱动因素研究。
第三，将知识搜索、数字化能力与创业机会识别纳入同一概念模型，打开了初创企业知识搜索对创业机会识别作用路径的黑箱，揭示了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和数字运营能力的中介效应作用，有助于数字化情景下知识管理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的融合研究，也有助于指导初创企业在创业实践过程中建立“知识搜索—数字化能力—创业机会识别”的匹配组合。
4.3实践启示
第一，初创企业应主动采用知识搜索策略进行创业机会识别，并重视其实际应用。初创企业运用知识搜寻策略可以获得大量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新知识，但同时也可能面临着巨大风险。初创企业运用知识搜索策略既有助于获得新知识和新资源，也有助于培养组织能力和构建竞争优势。例如，平台型科技初创企业拼多多通过拓宽知识搜索范围扩平台张市场并吸收人力、资金等资源，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拼团游戏”迅速吸引用户流量，同时降低门槛吸引大量商家入驻平台，创造大量创业机会。与此同时，通过深度学习和创新商业模式，不断积累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协调各方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创造商业价值[38]。因此，初创企业要树立知识基础观和开放式创新理念，与供应商、行业竞争者、消费者、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构建互利共赢关系，同时也要将所获取的新知识内化于组织中的每一位成员，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与利用，识别有价值的创业机会，从而实现竞争优势。
第二，在动态复杂的数字经济时代，初创企业应该重视数字化能力的培育，大力提升驱动创业机会识别的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和数字运营能力。例如，阿里在创业初期利用敏锐的数字感知能力识别机会，从数字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两个方面创建电商、物流、第三方支付等数字运营平台，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并创业成功[39]；成都超源视觉有限公司以人工智能视觉高新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运用数字协同能力与万隆轮胎、泸州老窖等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实现数字资源共享[40]；珠海必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对产品在线全周期监督与管理，推出“产品生命力管理系统”，连接主体并获取平台用户，使创业机会实现商业价值[41]。因此，初创企业应利用数字感知能力洞察技术变革导向与产业政策变化方向，辨识行业竞争威胁和发现用户消费需求趋势变化，从而初步甄选与定位相契合的创业机会；利用数字协同能力首先与外部主体知识交互，收集、分享和利用多维数字资源，其次内部成员对外部获取的知识进行转化吸收或再创造，促进新技术快速渗透，进一步识别创业机会；利用数字运营能力将各种创业机会转化为实际方案和商业价值。
第三，初创企业应该发挥数字化能力在知识搜索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传导作用，以互联网思维为视角，从“人—物”交互角度出发明晰数字化能力对创业机会识别方法的影响机理。例如，“梧桐链”区块链平台一方面利用知识搜索打造开放生态链，成立企业、机构的区块链应用场景联盟，通过对外部新知识搜索、吸收、整合和创造以识别更多创业机会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另一方面运用数字核心技术（密码算法、智能合约引擎）感知、协同和运营数字资源和机会集，强大的数字能力使企业与企业之间实现流程自动化，助推了我国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高速发展。因此，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初创企业需要对企业异质性知识进行知识搜索，并分别从知识溯源和整合利用等阶段提升企业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以及数字运营能力等，以此为基础由数字技术赋能数字化能力推动创业机会识别。
4.4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选取成立年限为8年内的初创企业为调研对象，未来研究可采取成熟企业的数据来探索知识搜索、数字化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间的作用机理，对比分析以发现差异化的作用规律；其次，本文仅探讨了数字化能力对知识搜索与创业机会识别间的中介作用，影响知识搜索和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未来可依据其他理论视角加入其他调节变量纳入本文的理论模型当中，如创业自我效能感、网络嵌入和技术动态性等；最后，本文采用横截面数据来验证变量间的理论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追踪调研的研究方法对企业进行追踪调查以探索知识搜索、数字化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间关系的动态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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